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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财政供养人员是政府的行政之基 , 其规模大小直接影响政府效能与社会和谐。1998

年以来的政府机构改革 , 有效地抑制了财政供养规模的膨胀 , 中国当前的财政供养规模总体上处

于安全水平、受控状态 , 但在优化财政供养人员的结构与功能方面仍然面临巨大挑战。中国的财

政供养问题绝非是一个孤立的问题 , 而是与更深层的政府体制改革息息相关。财政供养问题其实

是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一个缩影 , 政府体制很多深层次的问题都会在财政供养问题中得到集中反

映 , 而财政供养存在的各种现实问题 , 也只有通过政府体制改革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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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零点研究咨询集团 2006年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中 , 近七成的受访民众认为政府公务员的总量应该减

少 (周凯 :《67 %的公众认为公务员多了》,《中国青年报》2006年 3月 6日)。

②　王翔 :《加大机构改革力度　缩减财政供养人员》,《中国经贸导刊》2003年第 10期。

③　朱光磊、张东波 :《中国政府官员规模问题研究》,《政治学研究》2003年第 3期。

在任何国家 , 政府要想有效地治理国家、经济和社会 , 并向社会提供基本的公共物品和公

共服务 , 都必须用自身的财政资金供养相当数量的公务员、军队、警察、教师等人员。因此 ,

财政供养人员堪称是政府的行政之基。

然而 , 财政供养人员规模究竟应维持在何种水平才是合理的和适度的 , 这一直是困扰各国

政府的一个理论和现实难题。中国正处于快速的经济社会发展时期 , 又在经历着经济体制转型

的重大转变 , 同样需要供养大量人员来履行政府的管理、监管和服务职能。那么 , 中国当前的

财政供养规模是否合理 , 与我国的国力是否相称 ? 这个问题一直为社会各界所广泛关注。①

财政供养问题不仅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 而且也引起了学术界的激烈争论。一些人士对

中国的财政供养规模进行了古今比较 , 认为中国当前的财政供养率同历史各个时期相比都显得

过高 , 并由此得出“当前中国的机构臃肿和人员膨胀已到了极限”、“急需下大力气精简人员和

机构”等结论。②也有一些学者借助“财政供养率”等指标 , 将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 , 财政供养

规模不是偏大而是偏小 , 认为中国财政供养问题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公务员的比例和结构不合理 ,

从而导致“结构性过剩”和“运行性过剩”。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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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中国的财政供养人员规模和结构 , 是中国政府面临的一项艰巨和长期的任务。改革开

放以来 , 中国一直在探索实现合理财政供养规模的途径 , 并先后于 1982年、1988年、1993年、

1998年和 2003年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机构改革 , 力图压缩财政供养人员规模并优化其结构。在

这五次机构改革中 , 1998年的改革由于精简力度最大而广受世人关注。通过这次改革 , 国务院

的组成部门由 40个减为 29个 , 机关人员由 312万人减为 116万人 , 压缩了一半 ; 省级政府工作

机构由平均 55个减少为 40个 , 平均减少 20 % ; 人员平均精简 47 % , 共减编 714万人。① 2003

年 , 中国又推进了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的新一轮机构改革 , 明确提出政府职能应集中于“经

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个方面。2003年 , 国务院进一步压缩了组成部门 ,

地方也对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进行了相应改革。

中国在努力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的同时 , 还积极推进事业单位机构改革。1996年 , 国家颁布

了《关于事业单位机构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 提出了“政事分开、推进事业单位社会化的方

向”这一事业单位机构改革的指导思想。1998年 , 国家制定和实施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

理暂行条例》和《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并对科研、教育、卫生等事业单位进行了分类

改革。2000年 , 国家制定《关于加快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意见》, 全面启动了事业单位人事

制度改革。2004年 , 我国推行事业单位分类改革 , 力图将大部分事业单位转为非政府非营利的

社会服务机构、市场中介组织或企业。②

1998年以来的政府机构改革和事业单位机构改革奠定了中国公共部门改革的方向 , 并且在

压缩财政供养规模、优化财政供养结构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那么 , 经过机构改革 , 中国

财政供养规模究竟发生了哪些明显的变化 ? 当前的财政供养规模是否合理 ? 今后又有哪些发展

趋势 ? 这些都是我们在评价十年机构改革的总体成效时所必须回答的问题。本文并不仅仅是为

了通过实证研究来止息有关中国财政供养规模“过大”、“过小”的争论 , 而是希望能够以小见

大 , 通过财政供养这一特殊视角折射出中国政府体制改革这一更为宏大的命题。

一、中国财政供养规模的分析路径

与财政供养相关的概念极其繁多。为了统一口径 , 在开展实证研究之前 , 我们首先要厘清

财政供养人员和财政供养率这两个最重要的概念。

　　 (一) 基础概念的界定

所谓财政供养人员 , 通常是指由财政来支付个人收入以及办公费用的人员 (不含优抚人

员) 。③在中国 , 财政供养人员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财政供养人员主要由三部分组成 : (1)

党政干部 , 主要供职于党委、人大、政府、政法机关、政协、民主党派及群众团体等公共机构 ;

(2) 各类事业单位人员 , 供职于教育、科研、卫生等诸多领域 ; (3) 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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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耀桐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发展与启示》, 中国机构网 2007年 12月 24日 , http :/ / www. chinaorg.

cn/ idx/ yw/ 2007212/ 24/ content _ 5157648. htm.

李欧 :《事业单位改革与管理》, 天津 : 天津大学出版社 , 2007年 , 第 53—57页。

从财政支付个人收入和办公费用来定义财政供养人员 , 是从逻辑推理上来定义。 (参见李含琳、魏奋

子、李印峰 : 《中国西部财政供养人口适度比例研究 : 经验模型及实证应用》,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2003年 , 第 2页)



离退长休人员。①广义的财政供养人员除了包括上述三类人员之外 , 还包括军队。本文主要采用

狭义的财政供养人员定义。②

财政供养人员这个概念还直接派生出另一个重要概念 , 即财政供养率。财政供养率是指一

个国家或地区的总人口与其政府财政供养人员的数量之比。这个比率既是衡量财政供养规模的

基本尺度 , 也是进行相关的国际比较和古今比较的有效工具。

在进入实证研究之前 , 还需要从理论上厘清三个在下文会多次出现、与财政供养人员紧密

相关的概念 , 即国家公务员、党政干部和政府雇员。 (1) 国家公务员。根据 2006年 1月 1日施

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

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这三个限定条件意味着中国的公务员并不局限于政府行政机关工作

人员 , 而是包括符合上述三项条件的所有工作人员。 (2) 党政干部。干部泛指由政府人事部门

管理的脑力劳动者 , 在中国基本上是一个身份概念 , 其中的党派专职干部、国家行政机关和社

会团体专职干部等又往往被称为“党政干部”, 其余则属于“专业技术干部”。③ (3) 政府雇员

(government employees) 。这是一个西方国家广泛使用的概念 , 主要指政府及各类公共事业单位

的雇佣人员。西方政府雇员的范围与中国财政供养人员的范围大体相当 , 但存在两个重要区别 :

一是中国的财政供养人员包括行政部门和事业单位的离退休人员 , 而西方的政府雇员一般不包

括此类人员 ; 二是西方国家的政府雇员一般包含军队 , 而本文主要使用的狭义财政供养人员概

念不包含军队。

在厘清了上述基本概念之后 , 就可以分别从中国现状分析、中外横向比较以及中国古今比

较三个角度 , 深入研究中国的财政供养规模问题。

　　 (二) 1998—2006年间中国财政供养规模及变化趋势

首先从绝对数量来看 , 中国的财政供养人员近年来确实呈持续上升趋势。如表 1 所示 ,

1998—2006年间 , 我国的财政供养人员已由 3843 万人增加到 4626 万人 , 净增 783 万人。但增

长趋势总体比较平缓 , 年增长率一直保持在 5 %以下 , 而且 2000年以后增长率还呈下降趋势。

表 1　1998—2006年全国财政供养人数及其增长率

年　份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财政供养人数 (万人) 3843 3986 4170 4262 4355 4418 4489 4551 4626

财政供养人数年增长率 ( %) 317 416 212 212 115 116 114 116

财政供养的离退长休人数 (万人) 629 722 808 860 935 991 1146 1209 1260

财政供养的离退长休人员占财政供养人员比重 ( %) 1614 1811 1914 2012 2115 2214 2515 2616 2712

　　　　数据来源 : 财政部国库司、预算司编 :《地方财政统计资料》 (1998—2006) 。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 , 1998—2006年间我国财政供养人员的增长其实主要来自于财政供养的

离退长休人员的快速增加 , 而不是在职公职人员的增加。这是大家在争论财政供养规模“过

大”、“过小”时容易忽视的一个基本事实。如表 1 所示 , 我国财政供养的离退长休人员已由

1998年的 629万人增加到 2006年的 1260万人 , 净增一倍 , 使其在财政供养人员总数中所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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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说的离退长休人员主要包含离休、退休和长休三类人员。在中国现有的薪酬体系下 , 可以将对

离退长休人员的这部分财政支付看作他们在岗工作期间应得报酬的延后支付。

文中有关中国的数据主要来自于财政部国库司、预算司编 : 《地方财政统计资料》 (1998—2006) , 北

京 :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 1998—2006年。

朱光磊、张东波 :《中国政府官员规模问题研究》,《政治学研究》2003年第 3期。



重由 1998年的 1614 %快速升至 2006年的 2712 %。

在分析了财政供养人员绝对数量的变化之后 , 我们再利用财政供养率这个概念分析一下中

国财政供养人员相对数量的变化。如图 1 所示 , 从全国人口与财政供养人数之比来看 , 1998—

2006年间中国的财政供养规模也呈持续扩张趋势 , 财政供养率由 1998年平均 3215人供养 1人 ,

扩张为 2006年平均 2814人供养 1人。

图 1　1998—2006年中国财政供养率

　　　　数据来源 : 财政部国库司、预算司编 :《地方财政统计资料》 (1998—2006)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 :《中国统

计年鉴》 (1999—2007) , 北京 : 中国统计出版社 , 1999—2007年。

由此可以看出 , 虽然 1998年以来中国经历了两次大的机构改革 , 但无论是从财政供养人员

的绝对数量还是从财政供养率这一相对数量来衡量 , 中国的财政供养规模仍在继续扩大 , 虽然

增幅相对有限。

需要指出的是 , 单纯从财政供养人数和财政供养率的角度来判断中国财政供养规模究竟是

大是小 , 本身并不科学。这是因为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近 30年的高速增长 , 经济发

展不但导致公民对政府公共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多而且日趋多元化 , 这就在客观上促使公共部门

扩张以满足社会需求。同时 , 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之中。在这个过渡

时期 , 政府的管理和服务职责最为沉重 , 而且市场经济由于自身的固有缺陷而导致的各种“市

场失灵”问题 , 也需要政府通过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来弥补。所以 , 财政供养并非是一个

孤立现象 , 而是与社会发展阶段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宏观因素息息相关。因此 , 我们在评价中国

财政供养规模合理与否时 , 不应孤立和抽象地看待这个问题 , 而是要将其放在中国改革开放的

大背景中 , 综合考虑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等诸多因素 , 才能形成准确客观的认识和

评价。

1998年之后的十年间 , 在国家大力推进机构改革的同时 , 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了改革开放以

来的持续高速增长 , 财政收入也随着经济增长和税制的不断完善而稳步高速增长。如图 2所示 ,

1999—2006年间 , 我国的实际 GDP基本上保持了约 9 %的年增长率 , 财政收入的年增长率则高

达 15 %以上。相比之下 , 同期我国财政供养人数的年增长率却控制在 5 %以下 , 并呈增速下降趋

势。以 2006年为例 , 中国的实际 GDP比上年增加 1111 % , 政府财政收入增幅更是高达 2215 % ,

但财政供养人数仅比上年增加 116 % , 这“两增一降”形成鲜明反差。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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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需要说明的是 , 虽然我国的财政供养人员增速有限 ,但是行政管理费增速较高 ,1999—2005年行政管理

费的年增长率高于实际GDP的年增长率 ,2000—2003年行政管理费年增长率高于财政收入的年增长率。



图 2　1999—2006年全国财政供养人数、财政收入和实际 GDP的年增长率

　　　　数据来源 : 财政部国库司、预算司编 :《地方财政统计资料》 (1998—2006)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 :《中国统

计年鉴》 (1999—2007) 。

由此可见 , 虽然 1999—2006年间中国财政供养人数有所增加 , 但是其增速明显低于同期的

GDP增速 , 更远低于财政收入增速。这说明国家本来有能力供养更多人员 , 却成功地抑制住了

这种膨胀冲动 , 从而使中国的财政供养规模处于总体在控、适度增长状态。这也从侧面证明 ,

十年的机构改革在控制机构和人员膨胀方面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三) 财政供养规模中外比较

如果把我国放入国际大背景 , 当前的财政供养规模在全球处于什么水平 ? 对于这个问题 ,

学术界同样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 并产生了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财政供养

规模小于其他国家。例如 , 朱光磊等在横向比较了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与中国的

相关数据后 , 认为中国政府官员的规模并不算太大。①

也有一些学者从经济视角观察 , 坚信中国的财政供养规模不是“过小”而是“过大”。例

如 , 王健通过研究发现 , 虽然中国总人口与财政供养人员之比只有 26 ∶1 , 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

但是如果从财政供养人员与 GDP之比这一经济视角来考察 , 中国为 39人/百万美元 , 大大高于

发达国家。如果与美国相比 , 中国财政供养人员“超标”近 20倍。②

上面这两种观点虽然结论截然相反 , 却为我们分析中国财政供养规模在全球所处的水平提

供了重要启示 , 那就是在进行财政供养规模的中外比较时 , 不仅要比较各国的财政供养人数和

财政供养率 , 同时还要综合考虑各国的经济和社会等因素 , 方能形成全面客观的认识。

1. 从数量角度进行的财政供养规模国际比较

各国的财政供养概念和标准千差万别。为了能够相对准确地进行跨国比较 , 我们采用了国

际劳工组织 (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汇总的外国“广义政府部门雇员” ( General

Government Sector Employment) 数据。这个统计口径包含一国所有的政府部门、社会安全基金

以及为公共部门控制并提供主要资助的非市场、非赢利机构的全部雇员。③由于这几类人群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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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磊、张东波 :《中国政府官员规模问题研究》,《政治学研究》2003年第 3期。

参见薛小和 :《我国公务员规模是否适度———访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王健》,《经济日报》2005

年 5月 26日。《我国单位 GDP公务员数超发达国家 20倍》,《中国改革报》2006年 2月 13日。

国际劳工组织数据库。http :/ / laborsta. ilo . org/ .



上都由政府财政供养 , 所以“广义政府部门雇员”人数可以作为衡量各国财政供养规模的标尺。

首先比较中国与 9个发达国家的财政供养率水平。①如表 2 所示 , 以 2001 年为例 , 德国维

持在 19人供养 1人的水平 , 法国为 1012 ∶1 , 意大利为 1517 ∶1 , 英国为 1118 ∶1 , 匈牙利为

1211∶1 , 西班牙为 1717∶1 , 加拿大为 1212∶1 , 新西兰为 1917∶1 , 日本为 2412 ∶1 , 中国则

基本维持在 30人供养 1人的水平。由此可见 , 如果单纯从财政供养率来看 , 那么与这 9个发达

国家相比 , 中国的财政供养规模不但不大 , 反而偏小。②

表 2　1998—2005年 9个发达国家与中国的财政供养率对比

年 份

国 家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德　国 1811 1814 1817 1910 1912 1914 1918 2011

法　国 1017 1015 1013 1012 1011 1010 1011 —

意大利 1519 1519 1518 1517 1517 1518 1518 1611

英　国 1212 1211 1119 1118 1116 1113 1111 1110

匈牙利 1313 1312 1210 1211 1118 1116 — —

西班牙 — 1819 1814 1717 1713 1615 1615 1611

加拿大 1210 1212 1212 1212 1212 1210 1119 1119

新西兰 1717 1719 2012 1917 2010 1917 1910 —

日　本 — — — 2412 — — — —

中　国 3215 3116 3014 2919 2913 2913 2910 2817

　　　　数据来源 : 中国财政供养人员数据来源于《地方财政统计资料》 (1998—2005) ; 其他国家的财政供养人员数据来源于

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网站 ht tp :/ / laborsta. ilo . org ; 各国人口数据来源于《国际统计年鉴》 (2000—2007) 和《中国统计年

鉴》 (2000—2007)。

表 3　1998—2005年 7个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的财政供养率对比

年 份

国 家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俄罗斯 1110 1017 1011 1010 918 917 916 916

波　兰 1715 2015 2017 2312 2316 2312 2314 2312

墨西哥 — — 2216 2219 2316 2411 — —

巴　西 2513 2516 — — 2314 2312 — —

马来西亚 — — 2911 — — — — —

南　非 — 2915 3211 3112 3119 32 — —

古　巴 — 6313 88 8212 7714 6716 5819 5614

中　国 3215 3116 3014 2919 2913 2913 2910 2817

　　　　数据来源 : 同表 2。

其次比较中国与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财政供养率水平。表 3 列出了按照“广义政府部门雇员”

口径计算的 7个发展中国家 1998—2005年的财政供养率。可以看出 , 如果按相对值来衡量 , 中

国的财政供养规模小于俄罗斯、墨西哥、波兰和巴西 , 与马来西亚、南非大体相当 ,仅大于古巴。

通过以上计算可以看出 , 与 16个有代表性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 , 中国的财政供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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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IMF) 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类标准。

发达国家的财政供养规模普遍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很多国家在 20世纪 50年代开始大规模的福利国

家建设 , 这不仅导致社会性支出大量增加 , 同时由于福利供给的劳动密集型特征 , 必然会导致财政供

养人员规模上升。



率基本都处于较低水平。

再次 , 我们锁定一个国家进行更为深入的比较 , 那就是公认的市场经济成熟、国力强盛的

美国。下面两个图表反映了 1998—2005年中美两国的财政供养规模及其变化趋势。如表 4所示 ,

从政府雇员的绝对数量来看 , 1998—2005年美国的财政供养人员也呈持续上升趋势 , 剔除军队

人员后的政府雇员由 1998年的 1993万人上升到 2005年的 2178万人 , 增加了 185万人 , 增幅为

913 %。①从财政供养率这一相对值来看 , 近年来两国的变化幅度都非常小 , 处于相对平衡状态 ,

其中美国的财政供养率基本维持在约 14人供养 1人的水平 , 而中国则是约 29人供养 1人 , 比率

仅相当于美国的一半。图 3更为直观地反映了这一情况。然而 , 同期中国实际 GDP的增长率却

数倍于美国 , 这说明快速的经济发展使中国完全有能力供养更多人员 , 但我们却主动地抑制住

了这种扩张冲动。总而言之 , 综合考虑供养率和经济增长等因素 , 我们会发现 1998—2005年中

国的财政供养规模远低于美国的水平。

表 4　1998—2005年中美财政供养规模、实际 GDP比较

年份

美　国 中　国

政府雇员
(不含军队)

(万人)

人口
(万人)

财政供养率
实际 GDP
增长率

( %)

财政供养人员
(万人)

人口
(万人)

财政供养率
实际 GDP
增长率

( %)

1998 1993 27585 1318 4120 3843 124810 3215 7180

1999 2029 27904 1318 4140 3986 125909 3116 7160

2000 2063 28218 1317 3170 4170 126583 3014 8140

2001 2106 28509 1315 0180 4262 127627 2919 8130

2002 2142 28797 1314 1160 4355 127518 2913 9110

2003 2148 29081 1315 2150 4418 129227 2913 10100

2004 2160 29364 1316 3160 4489 129988 2910 10110

2005 2178 29651 1316 3110 4551 130756 2817 10140

　　　　数据来源 : U . S. Census Bureau ; The World Bank ,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Database , April 2007 ; 财政部国库

司、预算司编 :《地方财政统计资料》 (1998—2005)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 :《中国统计年鉴》 (1999—2006) 。

图 3　1998—2005年中美财政供养率比较

　　　　数据来源 : 同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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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在分析中国财政供养规模时使用的是狭义财政供养概念 , 不包含军队人员 , 而美国政府雇员则包

含军队人员。为了尽量缩小统计口径的差异 , 本文在计算美国政府雇员时剔除了美国军队人员。



需要说明的是 , 由于这些国家的政府体制与统计口径存在差异 , 上文的国际比较结论并非

绝对准确 , 但确实能够从侧面说明中国的财政供养规模与很多国家相比 , 仍然处于较低水平。

2. 从经济社会视角进行的财政供养规模国际比较

正如前文所言 , 一国的财政供养规模受到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 而且也和

该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因此 , 要想客观地评价一国的财政供养规模是否适度 , 不仅要

衡量其财政供养人员的绝对值和相对值 , 还应综合考虑该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等因素。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 , 从经济和社会视角进行中外比较应格外慎重 , 因为与外国尤其是西方

发达国家相比 , 中国有三个显著特征 : (1)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 约占世界总人口的

1/ 4 ; (2)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 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 ; (3) 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

向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阶段 , 同时经历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在

这个关键阶段 , 中国政府不仅要提供各类基本公共产品和服务 , 以确保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 , 还要解决转型期出现的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而且 , 我国党和政府要引领社会、经济和文

化的发展 , 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 这必然会影响财政供养的规模和方式 , 从而使之具有鲜明的中

国特色。①

如果忽略中国的这三个显著特征 , 国际比较的结果就有可能脱离中国的现实国情 , 结论也

就缺乏科学性。

表 5　1998—2005年政府支出占 GDP的比重 ( %)

年　份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英　国 46182 — 39126 40138 41109 42126 42146 43125

法　国 0100 52170 51174 51167 52175 52163 52143 52162

德　国 48180 48106 45111 47156 48109 48138 46194 46175

意大利 49184 48113 46121 48112 47140 48152 47197 48151

美　国 39115 39119 38168 — 34168 35121 35104 35127

加拿大 43198 41195 40130 41111 40140 40132 39110 38125

澳大利亚 41196 42183 33146 35100 34146 34101 34103 33187

俄罗斯 40120 34191 36147 32181 37102 32185 31148 27199

菲律宾 19123 19182 19135 19168 19191 19145 18135 17171

新加坡 19193 18175 18184 16169 16197 16185 15141 —

新西兰 35179 34154 33116 31198 31165 35103 34112 34192

印　度 27132 28146 27108 27102 27143 26155 25103 25154

印度尼西亚 18107 21109 15194 20128 17129 18194 19101 18129

泰　国 17197 17133 17197 17170 18180 18149 18135 19146

马来西亚 22113 23105 24162 29160 28192 29101 26169 25190

中国内地 12179 14171 16101 17124 18133 18115 17182 18145

中国香港 18152 17161 17171 18139 18173 20105 18176 16186

中国台湾 21157 21126 31131 23104 21104 21138 20179 20172

　　　　数据来源 : The World Bank ,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Database , April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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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国财政供养体系的中国特色体现在很多方面。例如 , 我国现有 60 余万个村委会以及 8 万余个居委

会。村委会和居委会干部在维护我国基层平安与和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 他们本身也需要财政供养。

这些半官半民的“准财政供养人员”的大量存在既是中国公共管理的特色 , 也是研究中国财政供养问

题时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在进行国际比较时 , 为了能更好地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因素 , 我们选取了政府财政支出占当

年 GDP的比重这一标准。由于政府活动及其消耗的资源 (包括支付给财政供养人员的个人收入

及办公经费) 大都反映在政府财政支出上 , 所以这一指标可以间接地反映一个国家财政供养人

员规模的大小。

利用世界银行的数据 , 我们计算了 1998—2005 年 18 个国家 (地区) 政府财政支出占当年

GDP的比例。如表 5所示 , 中国内地的比例不但低于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英国、意大

利、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 而且也低于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新兴工

业化国家或地区的水平。即使与菲律宾、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相

比 , 中国内地的比重也并不大。总而言之 , 如果按照政府支出占 GDP比重这一标准来衡量 , 中

国内地的财政供养规模在 18个国家 (地区) 中同样处于较低水平。

由上可见 , 中国财政供养规模“过大论”显然缺乏充分依据。

目前人们在议论中国的“民官比”的时候 , 往往借古喻今。因此 , 为了更加深刻地洞察中

国财政供养规模的历史发展趋势 , 有必要再对中国的财政供养规模进行古今比较。

　　 (四) 中国财政供养规模古今比较

坦率地说 , 由于史料缺失、政治体制的历史变迁以及中国各朝代统计口径的差异 , 进行财

政供养规模的古今比较极其困难。但是 , 仍然有一些人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例如 , 任

玉岭计算了中国各朝代的人口与官吏之比 , 得出西汉时的比率为 7945 ∶1 ; 东汉为 7464∶1 ; 唐

朝为 2927∶1 ; 元朝为 2613 ∶1 ; 明朝为 2299 ∶1 ; 清末为 911 ∶1 ; 改革开放初期为 67 ∶1 ;

2005年为 26∶1。①如果我们采用这一研究结论 , 就会发现中国财政供养率的历史变化总体趋势

是官吏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不断提高 , 而且中国当前的财政供养率远高于历史上的任何阶段。

然而 , 上述研究在计算时忽略了一个重要方面 , 即军队的数量。在古代封建社会 , 统治者

要维持庞大的军队以维护其统治 , 而军队的各种费用几乎完全由财政资金来承担。因此 , 在比

较古今的财政供养规模时 , 仅仅衡量“民官比”本身并不全面 , 只有把军队涵盖在内 , 才能真

正看清财政供养率的历史变化趋势。

笔者查阅史学著作 , 未发现能够同时列出中国各朝代的人口、官吏和军队数量的资料。在

这种情况下 , 我们只能基于历史文献中对相关历史事件的文字记载 , 尽量估算出西汉、隋、唐、

宋、元、明等主要朝代的人口、官吏和军队数量 , 并与中国现状进行纵向比较。由于同一朝代

的不同时期 , 人口、官吏和军队数量会有所变化 , 所以我们在每个朝代各自选择了一个有代表

性的年份 , 并根据史料记载大体估算出该年的人口、官吏和军队数量。

1. 西汉的人口、官吏和军队数量。据《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测算 , 元始二年

(公元 2年) , 全国人口为 59594978 人 ; ②据唐代学者杜佑《通典》记载 , 西汉自丞相至佐史 ,

凡 130285员。③我们据此估算出元始二年的官吏数量约为 13万人。西汉军队分为禁卫军 (中央

军) 和郡国兵 (地方军队) 两类 , 步兵是诸兵种中兵力最多的一类。刘邦击匈奴时用步兵 32

万 , 元光二年曾派车骑材官 30余万至马邑伏击匈奴。④由于这两次用兵不可能“倾巢出动”, 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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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任玉岭 :《26人供养 1个官员的困局》,《决策》2005年第 4期。

梁方仲 :《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 (甲编) ,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80年 , 第 5—13页。

该数字为哀帝时数 , 兼诸府州郡胥吏。参见王子今 :《千百年眼 : 皇权与吏治的历史扫描》, 长春 : 长

春出版社 , 2008年 , 第 77—78页。

参见白钢 :《中国政治制度史》,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 2002年 , 第 250页 ;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 :《中



然留有后援 , 所以可以估算出西汉军队至少在 30万人以上。我们据此估算元始二年全国军队约

有 35万人。

2. 隋朝的人口、官吏和军队数量。大业五年 (609) , 全国有人口 46019956人 ; ①据《通典》

记载 , 隋朝官数为 12576员 (内官 2581员 , 外郡县官 9995员) , 据此估算出大业五年的官吏数

约为 113万人 ; ②隋朝军队由禁卫军与各地的军府兵组成。大业八年 , 隋炀帝出兵高丽 , 亲自指

挥左右各十二军 , 凡一百一十三万人 , 号称二百万。③通过这一历史事件 , 我们可以估算出隋朝

在大业八年的兵力至少在 113万人以上 , 据此估算出当时全国军队约 120万人。

3. 唐朝的人口、官吏和军队数量。开元十四年 (726) , 全国人口数为 41419712 人 ; ④《通

典》记载 , 大唐官数为 18805 员 , 据此估算出开元十四年的官吏数约为 119 万人 ; ⑤建中元年

(780) 籍兵全国共 768000人 , 据此估算出唐朝开元十四年全国军队应为 80万人左右。⑥

4. 北宋的人口、官吏和军队数量。景德三年 (1006) , 全国人口有 16280254人 ; ⑦宋元之际

马端临撰写的《文献通考》记载 , 景德时代官吏 1万余人 ; ⑧北宋军队的组成稍显复杂 , 主要分

为禁兵、厢兵、乡兵三类 , 其中禁兵是中央正规军 , 宋真宗时约有 432000人 , 厢兵是各州的地

方军 , 元丰末年厢兵约 230000人 , 乡兵选自户籍或士兵应募 , 是非正规地方军 , 河北、河东和

陕西三路乡兵共约 430000人。⑨由于禁兵和厢兵基本上由国家财政供养 , 所以我们把这两类军队

的数量累加 , 可以大致估算出宋真宗时财政供养的军队至少在 65万人以上。

5. 元朝的人口、官吏和军队数量。至元二十八年 (1291) , 全国人口为 59848964人 ; ⑩清乾

隆年间官修的《续通典》记载 , 元朝官员为 16425 人 , 我们据此可以估算出至元二十八年官吏

约 116万人 ; �λϖ忽必烈即位后 , 元朝建立中央宿卫军队和地方镇戌军队系统 , 军队总数估计在 100

万人上下。�λω

6. 明朝的人口、官吏和军队数量。洪武二十四年 (1391) , 全国人口为 56774561人 ; �λξ《续

通典》记载 , 明朝官员为 24683人 , 我们据此可以估算出洪武二十四年官吏约 215 万人 ; �λψ永乐

年间全国各镇的军队总数为 1587151 人 , 由此估算出洪武二十四年全国军队应在 160 万人左

右。�λζ

　　7 .当代中国的人口、官吏和军队数量。以2005年统计数字为例 ,我国总人口为130756万

　　国历代军事战略》, 北京 : 解放军出版社 , 2005年 , 第 3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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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各类财政供养人员 4551万人 , 军队 230万人。①

综上所述 , 尽管中国各个封建王朝的官吏数量不尽相同 , 但基本维持在 1 万—3 万人的水

平 , 确实远远小于中国当前的财政供养人数。但在纳入军队数量后 , 各个朝代的财政供养率就

发生了巨大变化。表 6分别列举了西汉元始二年、隋朝大业五年、唐朝开元十四年、宋朝景德

三年、元朝至元二十八年、明朝洪武二十四年、2005年中国的人口、官吏、军队数量和财政供

养率。

表 6　西汉—2005年财政供养规模比较 (单位 : 万人)

年　份
西汉
元始二年

隋朝
大业五年

唐朝
开元十四年

宋朝
景德三年

元朝
至元二十八年

明朝
洪武二十四年

2005年

人口总数 599515 4602 4142 1628 598419 567715 130756

狭义财政供养人员总数
(官吏数)

13 113 119 1 116 215 4551

狭义财政供养率 :
人口数/官吏数

461∶1 3540∶1 2180∶1 1628∶1 3741∶1 2271∶1 29∶1

军队总人数 35 120 80 65 100 160 230

广义财政供养总人数
(官吏数 +军队数)

48 12113 8119 66 10116 16215 4781

广义财政供养率 :
人口总数/ (军队数 +官吏数)

125∶1 38∶1 51∶1 25∶1 59∶1 35∶1 27∶1

从表 6可以看出 , 如果采用狭义财政供养率定义 , 仅计算人口与官吏数量之比 , 那么当代

中国的财政供养规模确实远高于古代 , 但是如果纳入军队数量 , 计算广义的财政供养率 , 古今

差距就迅速缩小。上述朝代除西汉外 , 其他朝代的财政供养率均高于 60人供养 1人的水平 , 其

中宋朝景德三年竟达到 25人供养 1人 , 甚至超过了 2005年的水平。由此可以看出 , 按照广义财

政供养率来衡量 , 中国古今的财政供养规模并无天壤之别。

不可否认 , 当代中国的财政供养率与古代相比确有升高的趋势。但我们同时应认识到 , 古

今社会存在根本性的差别。古代社会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 , 政府职能以统治为主 , 而现

代社会日趋复杂 , 以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化大生产为标志 , 政府要同时承担经济调节、市场

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多项职能 , 所以政府势必要增加人力以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 现代社会财政供养规模的扩大确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历史必然性。因此 , 在

进行财政供养规模的古今比较时 , 我们应充分考虑到时代的差异。

二、中国财政供养人员的结构与功能分析

财政供养人员其实并非铁板一块 , 而是包含了不同类型的人员 , 他们各自承担着不同的公

共职责。从根本上说 , 是财政供养人员的结构和功能决定着财政资金的最终投向 , 并直接影响

政府效能。那么 , 我国的财政供养人员包含哪些具体类型 ? 人员结构是否合理 , 职能是否到位 ?

要想回答这些更深层次的问题 , 就需要透过表面的“量”, 深入探究底层的“质”, 即全面地分

析中国财政供养人员的结构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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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军队数量源自《2006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 , 中国网 2006年 12月 29日。



　　 (一) 中国财政供养人员结构分析

按照本文所采用的狭义财政供养规模的定义 , 中国的财政供养人员主要由三部分组成 : 党

政干部、事业单位人员、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的离退长休人员。为了掌握这三类人员的各自

数量 , 我们采用财政部主编的《地方财政统计资料》中对财政供养人员的分类方法 , 将其分为

行政部分财政供养人员、事业部分财政供养人员 , 以及行政部分和事业部分的离退长休人员三

种类型。①

如图 4所示 , 1999年以来我国的行政部分财政供养人员维持在 730万人左右 , 虽然 2006年

比 1999年多出 45万人 , 整体呈上升趋势 , 但总体规模基本稳定 ; 事业部分财政供养人员维持在

2600万人左右 , 近年来呈整体下降趋势 ; 而行政部分和事业部分的财政供养离退长休人员则呈

持续上升趋势 , 从 1999年的 722万人跃升至 2006年的 1260万人 , 8年间增幅高达 75 %。

图 4　1999—2006年中国三类财政供养规模

　　　　数据来源 : 财政部国库司、预算司编 :《地方财政统计资料》 (1999—2006) 。

图 4说明了中国财政供养人员构成的两个基本事实 : 一是事业单位人员 (而非党政干部)

才是财政供养人员的主体 ; 二是离退长休人员在财政供养人员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

1. 事业单位人员是中国财政供养人员的主体

虽然社会上习惯于把财政供养人员等同于党政干部 , 但实际上事业单位人员才是中国财政

供养人员的真正主体。如图 5所示 , 按相对数量来看 , 1999—2006年事业单位财政供养人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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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行政部分财政供养人员和上文党政群干部数存在统计口径的差别。行政部分财政供养人员是指财政供

养的行政编制人员 , 其数据来源于财政部编的《地方财政统计资料》, 党政群干部数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编的《中国统计年鉴》。由于一些地方存在党政群机关使用事业编制、不按机构编制工作增设机构、超

编制配备人员和超职数配备领导干部等问题 , 财政供养行政编制人员要小于上文以就业人口统计的党

政群干部数 , 但行政部分财政供养人数所指对象基本上能反映中国党政群干部的规模 , 比上文利用

《中国统计年鉴》的“党政群干部数”更能反映中国财政供养党政干部规模。



财政供养总人数中所占比重保持在 60 %左右 , 可谓占据“大半壁江山”。相比之下 , 社会最为关

注的“官” (即行政部分财政供养人员) 所占比重仅为 17 %左右 , 而且比例还呈不断下降趋势。

这再次证明 , 十年机构改革确实有效地控制了党政干部队伍的膨胀。

图 5　1999—2006年行政部分和事业部分供养人员占财政供养总数的比重

　　　　数据来源 : 同图 4。

由此不难看出 , 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已经成为优化中国财政供养人员规模和结构的重中之重。

今后我国不应一味压缩党政干部的数量 , 而是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事业单位改革 , 改变“政

事不分”、“事企不分”的现状 , 使更多的事业单位最终能够在市场经济中自力更生 , 以减轻国

家的财政供养负担。

2. 离退长休人员在财政供养人员中占有相当比重

中国的财政供养人员还包括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大量离退长休人员。这是社会各界在

评论中国的财政供养规模问题时极易忽视的一个基本事实。

图 6　1998—2006年行政和事业部分离退长休人员所占比重

　　　　数据来源 : 财政部国库司、预算司编 :《地方财政统计资料》 (1998—2006) 。

离退长休人员约占中国财政供养人员总数的 1/ 4 左右 , 而且该群体近年来迅速膨胀 , 已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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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的 629万人激增至 2006年的 1260万人 , 8年内几乎翻倍。如图 6所示 , 同期离退长休人

员在财政供养总人数中所占比重也由 1614 %攀升至 2712 %。由于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 ,

离退长休人员的退休金仍然每年由政府财政承担 , 所以该人群的急速扩大显著提高了中国控制

财政供养人员总体规模的难度。

　　 (二) 中国财政供养人员的功能分析

国家进行财政供养的主要目的 , 是换取被供养者为社会提供的劳动和服务。因此 , 对于财

政供养人员这个特殊群体 , 固然要关注其数量和人员结构 , 但更关键的还是要掌握其履行公共

职责的状况。那么 , 1998年以来以“政企分开”、“政事分开”、“事企分开”为代表的机构改革 ,

究竟对我国财政供养人员的功能产生了哪些影响 ? 在这方面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又存在怎

样的差别 ?

为了深入了解中国财政供养人员的职责和功能现状 , 我们在北京等省市进行了实地调研 ,

同时还分析了美国州与地方政府的财政供养数据 , 最终得出以下四点结论。

1. 我国地方财政供养人员的业务领域过于分散

目前 , 中国许多地方约 60 %的财政供养人员 (不含离退长休人员) 供职于社会公共 (或公

益) 事业领域。其具体业务领域种类十分广泛 , 有几十类之多 , 包括教育、科技、文化、卫生、

城市公共事业、社会保障、体育、新闻出版、交通、气象、地震、海洋、环保、测绘、勘探、

知识产权、进出口检测、质量检验、水利、信息服务以及机关后勤等。财政供养人员所处领域

和承担职责的高度分散性不但导致了人力、财力和物力的相对分散 , 而且还使我国难以形成一

体化、无缝隙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这些年来的“毒大米”、“大头娃娃”、“三鹿奶粉”

等恶性事件 , 就充分说明了市场监管体系的缝隙和缺失。

图 7　2005年美国州和地方政府雇员功能分布

　　　　数据来源 : U . S. Census Bureau , Government s Division , “Federal , State , and Local Government s Public Employment

and Payroll Data ," ht tp :/ / www. census. gov/ govs/ apes/ historical data 2005. ht ml .

在这方面 , 中国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存在明显的差异。我们在分析 2005年美国州与地方

政府的财政供养数据时发现 , 其“事业编制”在财政供养人员中占到约 80 %的比重。但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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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不同的是 , 美国地方政府所举办的社会公共事业针对性较强 , 政府雇员被有针对性地投入

到一些必须由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关键领域 , 人员分布相对集中 , 如图 7所示。

美国财政供养人员的功能分布格局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美国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 , 市场

经济和公民社会已相对成熟 , 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分工相对明确 , 已经形成三方合力

发展社会公共事业的格局。美国的地方政府主要集中提供各类公共服务 , 而联邦政府的一项重

要职责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对经济社会进行统一的政府规制。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虽然在权力和

规制等具体问题上存在分歧和反复 , 但两者之间的职责分工总体上相对清晰。①

2. 我国财政供养人员功能“短缺”与“过剩”并存

所谓“功能短缺”, 主要是指政府在社会保障、科研、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公共领域的

投入仍显不足 , 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②令人遗憾的是 , 我国财政供养人员在

“功能短缺”的同时 , 还存在着大量“功能过剩”, 这主要体现在各级政府在职能和机构设置等

方面存在大量问题。根据分工和效率的原则 , 上下级政府之间本应合理分权、各司其职 , 同级

政府部门之间应合理分工、密切协作。然而 , 目前政府的职能和机构设置往往不是从促进经济

发展和满足人民需求出发 , 而是从上级主管部门便于管理的角度出发 , 从而导致了“上下对口”

(上下级政府职能部门对口管理) 和“左右对齐” (同级党委和政府职能部门对应) 的现状 , 最

终造成机构重叠、职责同构、资源空耗。机构林立又导致政出多门 , 相互推诿扯皮 , 彼此影响

干扰 , 严重降低了政府的效率和效能。我国当前的五级政府格局 , 又使得上述效应在多个政府

层级之间层层传递 , 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功能“过剩”问题 , 显著增大了政府的财政供养负担 ,

降低了资源使用效率。③

除了机构设置方面存在上述问题之外 , 在财政供养人员的组成结构方面同样存在短缺与过

剩并存的问题。虽然我国财政供养人员的总量相对可控 , 但其中领导职务人员比例过高 , 而真

正在一线向社会直接提供公共服务者却相对不足 ,“官多兵少”、“头重脚轻”的问题十分突出。④

人员结构的整体失衡严重影响了我国财政供养人员总体的工作绩效和劳动产出。

3. 各地仍有相当数量的事业单位涉足经营性和竞争性行业

中国的事业单位基本上分为行政性事业单位、公共 (或公益性) 事业单位和经营性事业单

位三类。虽然 1998年以来国家要求事业单位退出经营性和竞争性领域 , 但我国目前仍有相当数

量的财政供养人员供职于这些领域。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 一是存在着大量公益性较弱并且

从事生产经营的财政供养单位 , 如广播电视、机关后勤服务机构等 ; 二是存在相当数量的公益

性较强但从事营利业务的财政供养单位 , 如学校和科研单位。今后优化中国财政供养功能的一

项重要任务 , 就是推动经营性事业单位真正走向市场而不是继续依赖政府的财政供养 , 以便国

家能够集中财政资金和人员编制进一步加强公共教育、社会保障等薄弱环节。对于学校和科研

单位等自身具有公益性但从事营利性活动的事业单位 , 政府应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并促使其剥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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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当然 , 对于联邦政府究竟应解除还是强化规制 , 美国国内一直存有激烈的争论。详见文选才 :《美国联

邦政府公共行政管理中的三大主要问题》,《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2006年第 1期。

对于我国公共服务和公共事业当前存在的不足和问题 , 参阅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编 :《中国人类发展报告

2007—2008 : 惠及 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 北京 :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 2008年。

张雅林的论文《适度政府规模与我国行政机构改革选择》具体探讨了我国应如何合理调整政府层级和

幅度的问题 (详见《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1年第 3期)。

艾一平的论文《采取措施 , 严格控制各级公务员职务的规格数量》对此问题进行过专门探讨 (详见

《中国公务员》1997年第 8期)。



其现有的营利性业务 , 使这些单位能够集中精力 , 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总之 , 促使事业单位

坚决退出经营性和竞争性领域 , 集中力量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 应成为中国政府优化财政供养

功能分布的中心任务。

三、财政供养规模的影响因素分析

综上所述 , 我国财政供养人员规模总体在控 , 但财政供养人员的结构与功能则问题重重 ,

“质”与“量”之间存在明显的反差。那么 , 这种反差究竟是如何造成的 ? 究竟有哪些因素在影

响财政供养人员的“量”和“质”, 其具体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 ? 由于篇幅所限 , 下文主要探讨

影响财政供养人员规模的因素和机制。

总地来看 ,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财政供养规模是其经济社会发展等客观因素以及政府体制等

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 同时也与政府控制和优化财政供养规模的手段息息相关。

　　 (一) 经济社会发展对财政供养规模的影响

一国的财政供养人员规模与其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密切相关 , 尤其是与经济发展水平、

财政收入、城市化与工业化水平、人口状况等因素息息相关。

1. 经济发展水平。德国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 (Adolp h Wagner) 在考察了当时欧洲国

家、日本和美国的公共支出记载后 , 提出了被后人称为“瓦格纳法则”的观察 , 即随着经济发

展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 , 政府支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将增加。这一现象有着深刻的根

源 : 一方面 , 随着经济发展和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 社会对于公共物品和服务的需求呈上升趋

势 ; 另一方面 ,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 信息不对称、负外部性、垄断等市场失灵现象将不可避免

地出现。这些现实因素都促使政府扩张其职能来维护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 , 从而导致财政供养

规模的扩张以及行政事业支出的增加。①

改革开放以来 , 中国经济实现了 30 年的持续高速增长 , 1999—2006 年间我国的实际 GDP

基本上保持了 9 %的年增长率。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必然导致中国社会对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需求的增加 , 从而促进了财政供养规模的扩大。

2. 财政收入水平。财政供养人员的收入和办公经费最终来源于政府财政收入。因此 , 一个

国家或地区的财政收入水平直接影响其财政供养规模。改革开放以来 , 随着经济发展和财税制

度的不断完善 , 我国的财政收入稳步提高。1998—2006 年 , 我国财政收入增长尤为迅速 , 由

9875195亿元激增至 3876012亿元 , 增长了 219倍。②财政收入的迅速增加意味着各级政府可支

配的财政资金迅速增多。在中国的预算监督制度还不健全的情况下 , 各级政府及其组成部门有

能力雇佣更多人员来满足社会及其自身的各种需要 , 从而导致财政供养规模的扩张。

3. 城市化进程。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城镇人口的增长及其对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需

求的增加。同时 , 城市化进程也使得居民的居住和工作地点更加集中 , 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

更加复杂 , 促使政府必须加强其社会管理职能。这两个因素都会导致财政供养人员的增长。改

革开放以来 , 中国各地的城市化率稳步提高 , 1998—2008 年间全国城镇人口由 4116 亿增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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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张国庆的论文《中国政府行政改革的“两难抉择”及其应对理路》对近百年来世界各国政府扩张的缘

由进行了深入探讨 (详见《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 5期)。

数据来源 : 《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 北京 : 中国统计出版社 , 2005 年 ; 《中国统计年鉴》

(2007) , 北京 : 中国统计出版社 , 2007年。



6107亿人 , 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由 33135 %上升到 45168 %。①这导致了城镇人口在公

共基础设施、医疗、就业、教育、卫生、文化、社会安全、社会保障等方面需求的急剧增加。

因此 , 政府需要通过调整财政供养人员的数量、结构和功能来满足社会需求。

4. 人口增长。财政供养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一个国家

或地区的人口规模越大 , 其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需求自然就越多。我国虽然成功地控制了人口

增速 , 但是人口的绝对数量仍在不断增加。1998—2008 年间 , 全国总人口由 12148 亿人增加到

13128亿人 , 尤其是社会就业人口持续快速增长 , 由 2004年的 7152亿人增至 2008年的 7175亿

人。②人口规模尤其是就业人口规模的扩大 , 不但意味着社会对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总体需

求增加 , 而且也提高了政府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等职能的难度 , 使

得政府需要增加人手来满足日益增长的现实需求。

5. 社会形势的变化。1998年以后 ,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 , 计划经济体制在

各个领域逐渐退出 , 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日益发挥。与此同时 , 各种社会不和谐因素也

集中出现 , 阶层分化、城乡差距、地区间差距、社会公平等问题日益突出。在这种背景下 ,

2002年以后中国政府开始在关注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大了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社会救助、

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公共服务力度。由于这些工作具有典型的劳动密集型特征 , 所以必然导致财

政供养人员的相应增加。

综上所述 , 我国财政供养人员十年来的适度增加与我们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密切相关 ,

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需求的正相关性。我们不必在主观上过分排斥甚至否定这种增长。

　　 (二) 经济体制转型和政府职能转变对财政供养规模的影响

我国的财政供养问题除了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客观因素息息相关 , 还受到经济体制转型

和政府职能变革的深刻影响。1998年以来 , 我国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 , 政府职能不

断调整和变化 , 直接影响了财政供养人员的数量、结构和功能。

在经济体制的转型时期 , 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1998 年以后 ,

我国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阶段 , 并逐渐组建了一系列适应现代市场经济

要求的政府机构 , 但裁撤已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机构却并非易事。为了维护其生存

权利和利益 , 此类机构往往会动用自身资源来阻碍机构改革 , 致使这些功能过时的机构往往不

能够及时退出 , 从而直接影响了我国财政供养人员在规模、结构和功能方面的优化。③

另外 , 受传统影响和现实条件制约 , 我国尚未充分吸纳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以形成提供公

共服务的多元化体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 政府负责举办各类社会公共事业。之后我国逐步推

进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机构改革 , 开始吸收其他社会力量进入社会公共事业领域。但是 , 由于

我国的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发育尚不成熟 , 相应的法律、监管、财务等制度和机制尚不健全 ,

仍需政府在社会公共事业方面发挥主导性作用。这一方面导致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

总体负担过重 , 另一方面由于其涉及面过广而导致资源过于分散 , 反而会在某些特定领域出现

供给不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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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数据来源于《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 (2009) 。

数据来源于《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 (2009) 。

胡家勇的论文《我国政府规模为什么持续膨胀》详细探讨了新旧机构的并存如何导致政府规模膨胀

(详见《改革》1998年第 3期)。



　　 (三) 政府控制和优化财政供养规模的主要手段对财政供养规模的影响

在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经济体制转型和政府职能转变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之下 , 控制和优

化财政供养规模必然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综合性工作 , 在实际操作中需要机构编制管理、人事管

理和财政管理三者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形成合力。然而 , 这方面同样是问题重重。

首先 , 财政供养规模的控制和优化过分依赖于机构编制管理部门。目前 , 各级机构编制管

理部门 (即各级政府的机构编制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 是我国控制和优化财政供养规模的主要

“关卡”。这种控制主要体现为对财政供养规模实行严格的总量控制。相比之下 , 机构编制管理

机关受自身职权与能力的限制以及人事管理和财政管理系统的制约 , 在优化财政供养结构方面

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其次 , 机构编制管理与人事管理之间缺乏有效的协作和制约。在地方 , 编制管理和人事管

理往往各自独立运行。机构编制管理工作实行中央统一领导、地方分级管理的体制 , 上下级机

构编制管理机关之间主要是业务上的指导与监督关系 , 下级机构编制管理机关实际上主要对其

同级人民政府负责。为满足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 一些地方政府往往擅自增设机构 , 或

采取在行政机构使用事业编制、超编配置人员、超职数配备领导等做法。除了“块”的干预之

外 , 还经常出现“条条干预”的现象 , 即上级政府业务主管部门出于推动工作的需要 , 经常通

过经费的划拨和分配、“评比”、“达标”等方式 , 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下级政府设置对口机构或增

加相应编制。这些做法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编制管理工作。

第三 , 机构编制管理与财政管理之间缺乏有效的协作和制约。政府机构运行和人员薪酬都

来自于财政收入 , 因此财政管理是防止财政供养规模膨胀、优化财政供养结构的有效手段。虽

然我国 1994年之后先后出台了《预算法》和《预算法实施条例》, 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政府部

门的支出行为 , 但由于很多地方政府拥有数量巨大的预算外收入 , 仍然有能力绕过预算限制 ,

自行供养更多的机构和人员。

总而言之 , 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 , 既为控制和优化财政供

养规模提供了历史机遇 , 同时也为其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而当前机构编制管理、人事管理、财

政监督三者之间缺乏有效的协作和制约 , 这显著增加了这项工作的复杂性和难度。目前 , 各级

政府机构编制管理部门往往继续沿用严格总量控制、适度增加编制的方法 , 而不是综合考虑该

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结构、城市化进程等指标 , 科学地确定财政供养合理规模。总量控

制固然能够在短时期内抑制财政供养规模膨胀 , 但从长远来看远远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的需要。因此 , 今后应如何建立起更为科学系统的财政供养规模形成机制 , 在继续防止规模

过快扩张的同时着重优化财政供养人员的结构和功能 , 是我国今后的核心任务。

结　　语

一个国家的财政供养规模 , 是历史、政府体制、经济、财政、法律、社会、人口、文化传

统等多种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 , 要避免脱离现实国情和发展阶段而抽象地探讨财政供养

问题。在借鉴国际经验时 , 要避免忽略国情差异而机械地进行中外比较。在进行古今比较时 ,

同样需要考虑到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以及由此导致的政府职能差别。

财政供养人员作为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直接提供者 , 更应被视为社会的财富而不是负担 ,

应被视为积极的生产者而不是单纯的消费者。我们固然应关注这个群体所消耗的财政资源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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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应关注其劳动产出以及对全社会的贡献。

目前在研究中国的财政供养规模问题时 , 不宜以财政供养人员的绝对数量和财政供养率这

一相对量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如果说人口众多是大国的强国之本 , 那么数量足、素质高的财

政供养人员队伍则是国家的富强之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发展迅速、地区差异巨大、

社会情况复杂而且正处于矛盾多发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 , 维持充足合理的财政供养人员规模 ,

对于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在中国目前所处的特定发展阶段 , 固然要防

止机构和人员规模膨胀 , 但也要避免走入“少即是好”的思维误区。过分压缩财政供养人员规

模 , 短期内确实可以减少财政支出 , 但会降低政府的决策和执行能力 , 减少公共服务供给 , 从

而使政府和社会付出双重代价 , 最终得不偿失。

财政供养人员过多或过少都会导致不利后果 , 关键在于保持规模适度。那么 , 什么才是财

政供养规模应有的“度”? 如何才能把握这个“度”? 我们认为 , 今后我国的财政供养规模应力

求符合“力所能及 , 满足需要 , 人尽其能”三项标准 : (1) 力所能及 , 是指应把财政供养总规

模始终控制在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财力水平能够承担的范围之内 , 不能寅吃卯粮、透支未来。具

体地说 , 财政供养人员的增幅一定要始终低于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幅 , 实现可持续发展。

(2) 满足需要 , 是指在坚持“适度从紧”原则的前提之下 , 应确保财政供养人员的数量、种类

和结构等能够基本满足社会需要 , 不存在明显的缺口。 (3) 人尽其能 , 是指在确保财政供养人

员数量充足的同时 , 更应注重提高财政供养人员的素质和能力。为了提高“质”, 应继续建立和

完善公开招聘、岗位竞争、奖优罚劣、吐故纳新等综合机制 , 确保财政供养人员整体上精干、

负责、勤勉、务实 , 能够不断提高自身的工作绩效。

对于正处在关键转型期的中国来说 , 建立合理的财政供养体系是一项复杂浩大的工程 , 既

要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进一步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 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和事业单位改革 , 完

善控制财政供养规模的手段 , 同时还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措施 , 如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健全政府

绩效考评和监督机制、完善人大的预算监督职能、合理划分政府间事权、优化调整政府层级与

行政区域 , 等等。由此可以看出 , 中国的财政供养问题绝非是一个孤立的问题 , 而是与更深层

的改革息息相关。财政供养问题其实是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一个缩影。我国政府体制很多深层

次的问题都会在财政供养问题中得到集中反映。同样 , 我国财政供养存在的各种现实问题 , 也

只有通过进一步的政府体制改革才能够从根本上得以解决。

〔责任编辑 : 李潇潇〕

·201·

中国社会科学　2010年第 2期



empirical economet ric research and apply the met hodology of economet ric modeling in a

reasonable way.

(6) The Scale of Government Employment and Influential Variables

Cheng W enhao　L u D a pen g ·84 ·

Government employment is the basis of government administ ration and it s scale has a direct

bearing on government efficiency and social harmony. Government rest ruct uring in 1998

effectively curbed inflation in t he number of government employees , which remains overall at a

safe level and under cont rol at p resent . However , optimizing t he st ruct ure and f unctions of

government employment still poses a huge challenge to t he cent ral government . The issue of

government employment is by no means an isolated one , but is closely related to government

rest ruct uring at a deeper level . In a real sense , t he issue of government employment is a

microcosm of t he Chinaπs government rest ruct uring and many of t he underlying problems in t he

government system find a concent rated reflection in the question of government employment .

Conversely , many of t he real p roblems in government employment can only be f undamentally

resolved by government rest ruct uring.

(7) The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Finances and the Return to Government Responsibil ity for

Funding Public Health Gu X i n·103·

In t he 1990s , t he responsibility of Chinese p ublic finance for healt hcare f unding weakened ,

leading to a substantial increase in t he burden of healt h care cost s for ordinary people. This

brought about serious social inequality. From 2003 , t his sit uation started to be reversed as p ublic

f unding or government healt h expendit ure in t he broad sense rose as a p roportion of Chinaπs total

healt h expendit ure , and began to approach and event ually exceed t he average level of developing

count ries. At t he same time , t he t ransformation of p ublic finances started to be f ully reflected in

t he healt hcare field , in t hat government no longer monopolized healt h f unding and basic

healt hcare service p rovision. Instead , government started to bring into play t he advantages of

p ublic f unding and t he met hod of government p urchase of service p rovision , mobilizing social

capital in t he healt hcare field and int roducing competition into service p rovision. Government has

also re2allocated healt hcare resources , st rengt hening t he basic healt hcare service system and

invest ment in basic urban and rural healt hcare insurance. All of t hese measures are specific

examples of general t rends in global p ublic management reform and Chinese government

rest ruct uring. The “New Medical Reform Program" p ublished in sp ring 2009 f urt her clarifies t he

new principle of p ublic f unding t ransformation in t he field of healt hcare. It not only indicates a

new direction for Chinaπs healt hcare reform , but will also have st rong impact on t he harmonious

develop ment of Chinaπs economy and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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